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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知识分子阶层对西方科学的态度 

——以江南杨光先、王锡阐为例 

相婷婷 

明清两代对应到西方,正是西方近代科学高速发展的时期。哥白尼出版了《天体运行论》、第谷推动了天文学的

革命性发展、伽利略制造出世界上第一台望远镜、经典力学的产生等等,都展现了近代西方在科学技术方面的巨大

成就。明朝末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来华,向中国的士大夫介绍西方先进的自然科学,并和徐光启一起共同翻译了

《几何原本》。徐光启对西方的自然科学知识非常感兴趣,跟随利玛窦学习西方的天文、数学知识。以徐光启为代表

的知识分子,积极引进西方先进的历法,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科学的发展。崇祯二年,在徐光启的主持下,启用了

以汤若望为首的一大批传教士编纂历法。历时六年,终于编纂而成,命名《崇祯历书》。新历法尚未颁布施行,明朝就

灭亡了。知识分子阶层对西方科学的态度也有所不同,一种是以杨光先为代表的保守势力对于西方科学的强烈反对,

一种是以王锡阐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对于西学积极接受下的严谨研究。 

一、保守势力对西方科学的强烈排斥 

杨光先,字长公,江南歙县(今属安徽)人,生于明万历二十五年(1597),受恩荫为新安所千户,卒于康熙八年(1669)。杨光先是

一位忠心爱国之人,敢于死谏,为了国家的发展能将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如崇祯十年,杨光先辞去千户位,以平民身份,抬着棺材

冒死弹劾大学士温体仁、给事中陈启新,失败之后被廷杖、流放辽西。不久之后温体仁倒台,杨光先才由此得到赦免,返回京城。

这种刚正不阿、赤胆忠心的性格,也为他日后对西洋历法的强烈排斥埋下伏笔。 

明朝灭亡之后,遗民杨光先继续为清政府效力。顺治时期,朝廷启用西方传教士汤若望制订新历法。中国当时的《大统历》

由于年代已久,在实际运用过程中频繁出现差错。汤若望按照当时从西方带过来的最先进的天文学成果来制订清朝历法,颁布了

《时历宪》,并且在正面写上了“依西洋新法”五个大字。这引起了忠诚爱国的杨光先等保守势力的极力反对。杨光先在康熙三

年七月二十六日上书《请诛邪教状》,弹劾了汤若望等一行人,其对汤若望及《时历宪》排斥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1.天主教侵犯了清王朝尊严 

汤若望一行人及其编纂的历书,是天主教的产物,天主教宣扬的是万物乃天主耶稣所造,亚当夏娃是人类的祖先,这与以杨光

先为首的封建保守势力所认知的“夫天二气之所结撰而成,非有所造而成者也”(杨光先.不得已[C]//北京大学宗教研究所.明

末清初耶稣会思想文献汇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394.)有了本质上的冲突,并且这种冲突是不可调和的。 

我国古代一直奉行的是“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的思想,并以此来保持皇权的尊贵与神秘。在天文学上也是如此。在古代,

天象就是皇帝德行的反映。历史上的观象台、钦天监等机构存在的价值就是为皇帝探求“天命”。从这一层面上说,历法就是皇

权的象征。稍有偏差,便是藐视皇权。而现在,钦天监为西方传教士所掌握,任他们用西洋之术编纂天朝的历法,这是杨光先之辈

万万不能容的。“以大清奉西洋之正朔,毁灭我国圣教,惟有天教独尊。”(不得已:明末清初耶稣会思想文献汇编,386)而汤若望

不但在中国境内大肆宣传基督教,甚至在为官方制订的《时历宪》上面,不是按照惯例,书“奏准印造时宪历日,颁行天下”之类

的敬语,竟公然写上“依西洋新法”五个大字,在杨光先看来,“为大国无奉小国正朔之理”,这是在“暗窃正朔之权以尊西洋,

明白示天下”(不得已:明末清初耶稣会思想文献汇编,386),完全不把清王朝放在眼里,将清朝的尊严踩在脚底,这是为杨光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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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守势力所万万不能容的。 

2.西方传教士来华传教引发保守势力“反弹” 

西方传教士在对“天”的解释上,颠覆了当时人的认知,使得杨光先等保守的大臣们自然而然地认为,以汤若望为首的西方

传教士来华传教是抱着不可告人的阴谋的,“糖衣炮弹”下包裹的是一颗想要颠覆中华的狼子野心。杨光先将天主教称为“邪

教”,而认同这个邪教,就是“无君无父”的行为。杨光先作《辟邪论》上中下三篇来对天主教痛斥,否定基督教宣扬的耶稣是万

物的主宰思想,“妖书妖言,悖理反道,岂可一日容于中夏哉。”(不得已:明末清初耶稣会思想文献汇编,400)表达了他对于西方

传教士大行其道的愤愤难平。出于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以及对于西方教会的强烈反对,杨光先等保守势力对汤若望等西方传教士

所带来的先进的西方科学,也视为“洪水猛兽”,表示出了极端排斥。 

3.新历运行出错 

康熙甲辰(1664 年)三月二十五日,杨光先撰文《与许青屿侍御书》抨击为汤若望的《天学传概》作序的许青屿,大批《天学

传概》等当时西方传教士编纂的天文学著作为“惑众之妖书”。新法在运行中,出现许多错误,杨光先作《摘谬十论》,指出新法

在实践中出现的错误。如顺治十八年实闰十月,而《时历宪》谬闰七月,新法中又将立春之日算错。这让杨光先对西洋历法的排

斥又多了一条坚实的理由。杨光先甚至在《日食天象验》中提出,“宁可使中夏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不得已:明末

清初耶稣会思想文献汇编,441.),其对待西方科学的态度可见一斑。 

经过杨光先多次上书弹劾,并且新法在实际运行中也的确出现了一定的问题之后,1664 年尚幼的康熙帝继位,在鳌拜、杨光先

等守旧势力的打击之下,清朝政府开始对以汤若望为代表的西方传教士进行审讯,当时汤若望已经七十三岁高龄。审讯既查不出

耶稣教会实际谋反的证据,也不能进一步驳倒西方的天文历算,最后只能将汤若望等人全部革职。1669 年清廷废弃《时历宪》,

恢复之前一直使用的《大统历》,并且由杨光先来担任钦天监正。 

然而杨光先实际上是一个不懂得西方历法、对中国传统的历法也缺乏一定研究的人。之前对于汤若望的连环弹劾,很大一部

分是出于民族大义、民族情感。因此,在康熙帝命他担任钦天监正的时候,他多番推辞,“顾学术自审不逮远甚,既屡辞不获”,最

后推脱不得,只好引荐吴明烜担任钦天监副。但是经过一段时间验证,朝廷终于看出杨光先不懂历法,且在经过南怀仁与吴明烜之

间的比试之后,证明了汤若望、南怀仁等人制订的历法先进,精确度也比《大统历》高很多。于是,亲政后的康熙帝决定废除《大

统历》,再次启用《时历宪》,并罢黜杨光先钦天监正的职务,判处死刑。康熙怜悯杨光先年迈,赦免其回乡,同时任命南怀仁为新

的钦天监正。 

杨光先只是当时无数保守派知识分子当中的一个。从杨光先身上,折射出当时一大批知识分子对于西方科学的态度,即没有

经过仔细研究,就将西方的科学知识视作洪水猛兽;出于自以为天朝的强烈自尊心,认为本国的知识及思想是最为上乘的,他国的

都是“庸鄙无奇”的糟粕思想,且“为大国无奉小国正朔之理”,盲目爱国,盲目自大,“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这样的思想使

得以杨光先为首的保守派知识分子对于西方的科学毫无理由地秉持一种强烈反对的态度。 

二、先进知识分子对西方科学的批判继承 

除了像杨光先这类对西方科学毫无了解、秉着一颗强烈的爱国之心对西方科学强烈反对的守旧派知识分子外,明清一代还有

一类人,他们也有着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但是对于西方的科学,却能够以一颗谦虚的求学之心,研究学习西方的历法,并且能够

与本国历法相比较,结合两者的优点,创造出更加先进的历法。他们就是以王锡阐为首的知识分子。 

王锡阐(1628-1682),字寅旭,号晓庵,江苏吴江人,明末清初著名的天文学家。王锡阐与杨光先一样,是一位具有强烈的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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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情怀的知识分子。同为明朝遗民,王锡阐却不像杨光先那样在新朝继续任职,而是在得知明朝灭亡之后,悲愤交加,先后两次

自杀未果,之后便放弃了科举之路,专心研究天文学。 

1.深入研究,中肯评价 

王锡阐对中国古代的历法和西方的历法都作了相当深入的研究,并从一名天文学者的角度对二者给出了非常中肯的评价。他

认为,“太初三统历法,虽疏远,而创始之功不可泯也”“明初元统造大统历,因郭守敬遗法增损不及百一”,他还认为,“旧法虽

舛,而未可遽废”。(王锡阐.晓庵先生文集:清代诗文集汇编[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700-702.)对于传统的历法,王锡阐

肯定它的创始价值。虽然在多年的实际运用过程中,难免会有一些缺陷和差错,但是这并不能成为完全摒弃旧法的理由。 

2.寻找新法的本土来源 

对于西法,王锡阐也未将其视作洪水猛兽,而是以一种审视的态度去了解研究。《明代名人传》中曾记载王锡阐曾大量购买当

时耶稣会教士们的论文,主动去了解西方的思想。在深入研究了西方历法,体悟到西历的优点之后,王锡阐不是一味地吹捧,而是

想找出这些优点的本土来源。对此,王锡阐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观点:“西法原本于中法”。王锡阐说:“今者西历所矜胜者不过数

端,畴人子弟骇于创闻,学士大夫喜其瑰异,互相夸耀,以为古所未有。孰知此数端者悉具旧法之中,而非彼所独得乎。”(晓庵先

生文集:清代诗文集汇编,738)他还举出五个实例来说明“西法源于中法”这个观点。这个思想最早是由黄宗羲提出来的,但是由

于专业的限制,黄宗羲并没有具体加深这一说法的可信性。而王锡阐对中西方历法都有深入研究,不管是出于爱国主义情怀还是

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王锡阐对“西法源于中法”进行了深入的论证,提高了这一说法的可信度。 

3.吸收消化,作《晓庵新法》 

作为一名精通天文的学者,王锡阐还严谨地指出“吾谓西历善矣,然以为测候精详可也,以为深知法意未可也,循其理而求通

可也,安期误而不辨未可也。”(晓庵先生文集:清代诗文集汇编,700~702)并对西法提出了“十辨”。王锡阐在研究了西法的优

缺点之后,总结中西方历法的优点并且根据自己多年来坚持不懈观测的结果,编纂了《晓庵新法》。此外,还改进和完善西法中关

于行星运动的理论,作《五星行度解》。这本书中运用了欧洲大量三角学知识,在第谷体系的基础上完成著作。对于传入中国的第

谷宇宙学,王锡阐没有一味排斥,也不是完全接受,而是用审视的眼光去探寻真谛。这种态度,使得他能够言之有据地对西方传教

士的科学著作进行批判和创新。 

王锡阐对传统的天文学没有全盘否定,也没有对西方传教士的所引进的先进思想盲目排斥,眼界之开阔,被《畴人传》誉为能

“考正古法之误而存其是,择取西说之长而去其短。”(阮元等.畴人传汇编[M].扬州:广陵书社,2009:402.)20 世纪的美国科学史

家吉利斯皮,是一个对科学家标准要求极其严格的一个人。他在编纂《科学家传记辞典》中,将王锡阐收入其中。中国古代科学

家入选此列的只有 9人,足见王锡阐在中西方天文学史上的地位。这跟他对待西方科学严谨的科学研究态度是分不开的。 

除了王锡阐之外,还有一些与之同时代的明朝遗民对待西方科学也是秉持着相当理性的态度。如有“清代历算第一名家”之

称的梅文鼎,他一生之中,研究西学要旨,同时阐述中华学术的精华。他编著了《历学疑问》,将复杂的西方历学用简洁的话语叙

述出来,对于天文学初学者来说,是不可多得的教材。当时与王锡阐并称“南王北薛”的薛凤祚也是精通西学的专家,他编有《历

学会通》,专门介绍西学。这些先进的知识分子都能用一种兼容并包的心态,以开放的格局去对待西方的历法,促进了中国历法的

进步。 

小结 

杨光先与王锡阐是江南地区官员和民间知识分子的两大代表,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明清时代江南地区部分文人对于科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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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度。在明末清初中西文化的碰撞之中,像杨光先这样没有相关知识储备,仅凭着一腔爱国热情和对天朝大国的无限自信便盲目

排外者大有人在,他们使得中国与国际接轨的脚步变得缓慢甚至停步不前;但是像徐光启、王锡阐、梅文鼎这样能够客观公正地

看待中西文化优缺点并进行创新的知识分子也不在少数。他们尽管还带着对于本国文化的自信,认为新法中的诸多内容中国古已

有之,但仍能吸取西方科学中的精华,融会贯通,加以创新,大大推动了本国科学的发展。事实说明,对于科学技术,只有做到兼容

并包、推陈出新,才能获得长足的进步。 


